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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发展主义”与发展社会学研究的转向 

— — 评田毅鹏教授新著 《东亚 “新发展主义”研究》 

吕 方 

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一语成谶，在 《极端的年 

代》一书中，霍布斯鲍姆天才地发现了 “短促的20世 

纪”这样一个历史断代。诚如霍氏所言，“短促的 20世 

纪，即将在重重问题中落幕”。2o世纪的最后 2o年，对 

于社会科学而言，至少有两大事件必须做出回应。一件 

是以苏联为首的国家社会主义世界的解体，另一件则是 

发展主义的理论体系及其历史实践遭遇到空前的危机。 

两件大事件同时投射在发展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内，前者 

构成了转型社会学研究的理论素材，后者则为 “新发展 

主义”研究设定了基本的论域。在此意义上，短促的 加 

世纪为发展社会学开拓 了两个重要的新议题。田毅鹏教 

授的新著 《东亚 “新发展主义”研究》正是对发展社会 

学领域内 “新发展主义”思潮兴起及其在东亚历史实践 

的系统研究。 

《东亚 “新发展主义”研究》一书，以发展理论的 

历史演进及其最新动向为核心线索，以东亚社会的发展 

实践为经验素材，系统回顾了社会发展理论的思想体系， 

并且对 “新发展主义”的理论主张及其开启 的理论可能 

进行了深入探讨。全书由存在紧密内在关联的五个部分 

构成。在第一部分中，作者在系统回顾社会发展理论的 

基础上 ，阐明了 “新发展主义”理论的内涵 、兴起的社 

会背景以及主要 “新发展主义”理论家的观点。第二部 

分则深度解析了东亚社会发展过程中发展主义的历史实 

践和 “新发展主义”的最新动向。接下来 的第三部分 

中，作者深入探索了东亚社会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危机， 

并对受发展主义思想引领的旧的东亚社会发展模式展开 

了系统的批判。有了前三部分的理论和经验铺垫 ，第四 

和第五部分中，关于 “新发展主义”所开启的理论可能 

的研究成为全书的重点和亮色。 

作为一部以 “新发展主义”为主旨的发展社会学著 

作，该书试图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推动发展社会学摆脱发 

展主义的束缚，实现其研究范式的根本性转向。 

首先，将 “空间”维度带回发展研究的核心。发展 

主义执著于发展富有超时空性质的普遍主义模式，其时 

空观可以简单概括为：历史是线性演进的，而空间则是 

无关轻重的因素。对此，田毅鹏教授的总结切中肯綮， 

“从空间上看 ，以往各种社会发展理论对社会发展模式所 

作的研究和概括都具有 ‘空间同质化’特点，普遍缺乏 

对不同空间特殊性的分析和关注”。在发展主义的理论体 

系内，“去空间化”实际上内涵于其所包含的时间观念， 

正是建立在空间的同质性基础上，其线性的历史演进观 

点才得以成立。因此，对于发展主义的批判，在其最深 

层次，就在于将空间这一隐没的维度带回分析 的重心。 

“新发展主义”理论认为，即使从受发展主义理论主导 

的历史实践 自身来看，去空间化的思维方式也是站不住 

脚的。现代社会 自起点开始就是一个时空不断重构 的过 

程，如列菲伏尔、哈维等思想家所见，空间即社会，空 

间构成了理解西方现代性的根本维度。具体而言，现代 

化的过程，打破了之前城市乡村相对凝固的空间秩序 ， 

一 切坚固的东西都开始烟消云散。空间结构的变动，正 

是社会基础秩序的不断变化 ，而为变化了的社会基础寻 

求新的秩序，就成为 “新发展主义”的理论 旨归。基于 

上述两点，“新发展主义”在对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主 

义理论进行总体清算 ，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新发展道路的 

努力下 ，将理论的重心放在空间结构的变迁和社会基础 

构造的转换。 

第二 ，基于文化自觉的 “新发展主义”。客观而言， 

“新发展主义”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主要是以西 

方左翼知识分子为主将 ，对发展主义展开了激进的批判。 

此一阶段，虽然以其理论的深刻性 “动摇了发展主义理 

论大厦的根基”，但是关于 “怎么办”始终没有答案。 

“新发展主义”在其新的理论阶段 ，一改之前对发展主 

义激进的质疑和否定 ，而走向文化相对主义的全面拒斥 

态度 ，同时也不主张重返西方文化的怀抱，而是力求在 

文化宽容、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过程中的文化 

自觉。如费老所言，文化自觉要求 “生活在既定文化中 

的人对其文化有 ‘白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 

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 向。自知之明是为了 

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 

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文化自觉是对西方现代性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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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人类精神家园的反驳，追求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找回 

传统，并赋予其现代意义，使之成为理解与调和物质发 

展和精神进步之关系中最为重要的指标。使得发展真正 

回归人的尺度 ，回归特定文化的内在尺度。 

第三，寻求新公共性的构建。20世纪90年代以来， 

作为对发展主义危机的回应，东亚学者开始关注新公共 

性的理论话题。新公共性直面发展主义对于社会基础构 

造的破坏，在一个利己主义盛行的年代 ，希望以第三域 

的发展和微观的基层社会单元 (社区)再造来重构社会 

基础秩序，以此建立健康的社会部门。新公共性成为东 

亚社会建设的新动向，并且越来越展现为一个具有丰富 

延展性的理论话语，其要 旨在于克服 “现代人类社会的 

剧变和社会生活体系的脆弱化”，通过基于特定历史文化 

背景、社会风貌和社会基础构造整体重建，获得人类文 

明的内在和谐。 

总体而言， “新发展主义”在以上三个维度呼唤着 

发展社会学研究的转向。发展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其 

诞生至今，已历一个甲子有余。然而从狭义的社会概念 

出发，就会发现 ，发展社会学一直以来被 自由主义经济 

学和世界体系的政治学批判所主导。在现代化理论中， 

经济发展被置于主导的地位，而政治和社会的变革则被 

假设为可以由经济发展 自动推导出来。显然，在现代化 

的理论体系中，社会乃至政治都未成为其首要关切。继 

之而起的依附理论，虽然在 “中心一边缘”的理论拓扑 

中反思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对第三世界的发展话语 

和权力主宰，但是狭义的社会基础构造仍然不是其理论 

要旨。在这一点上，世界体系论也并没有特别的建树。 

而在 “新发展主义”呼唤发展研究的社会学时代来临之 

际，诚如田毅鹏教授所言， “无论是联合国还是民族国 

家，无论是学术界还是非政府组织，人们议论的中心议 

题不再是 ‘发展’，相反，对 ‘发展’的反思却占据了 

绝对的主导地位”。基于此现实，“在反思 ‘发展主义’ 

的基础上，社会和谐、社会建设、社会均衡发展，成为 

社会发展模式研究的主题”。东亚社会曾一度在发展主义 

话语的支配下开展了长期的 “压缩式现代化”，并在战后 

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学界视其为挑战 

西方现代化范本的 “东亚模式”。然而， “在师法西方， 

引进西方 ‘器物文明’的同时，其社会基础构造必然经 

受强劲的冲击 ，众多的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潜藏在社会 

深处，成为社会发展运行的潜在风险”。发展主义所必然 

遭遇的社会悖论 ，在东亚社会也得到最充分的呈现。“新 

发展主义”的一系列努力预示着发展研究的社会学时代 

真正降临。 

拜读田教授的新著，在再次享受愉快的阅读体验、 

收获真知的同时，更为深切的感受在于田教授以知识关 

怀社会的学术信仰和不懈努力。中国经历了近代的 160 

年、新 中国的 60年和改革开放的 30年，正在 以全新的 

面貌走 向世界， “中国模式”引来了世界范围的热捧。 

然而，“中国模式”背后的忧虑也是现实的。中国虽然 

取得了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但是，在新的历史时期， 

如果不能有效回应其社会危机，很难想象 “中国模式” 

的可持续性。“新发展主义”理论在中国社会 已经开始 

被理论界逐渐接受，并为思索中国改革、理解中国社会 

带来了新的可能。可以预见，中国的 “新发展主义”道 

路一定是基于文化 自觉的、中国气派的新发展道路。党 

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社会建设的宏伟目标 ，表明中 

国开始了新发展道路的探索，一种以人为本的、和谐的 

社会，不仅仅是空洞的政治口号 ，更重要的是对凝聚中 

华民族力量、汇集中华智慧的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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